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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CEO特征差异与企业绩效间的非线性关系将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基于高阶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

较分析(fsQCA)方法，筛选2019年在科创板上市的35家科技创新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CEO特征与企

业绩效间的复杂关系，最终得到了产生高企业绩效的五条路径，通过联系理论和回归案例，将五种路径

系统归纳为三种决策风格CEO，研究结果表明：“经验 + 保守”型、“资源 + 分析”型、“综合 + 进
取”型CEO决策可以帮助企业获得高企业绩效。在高阶理论基础上选择新的视角，不仅丰富了高管的背

景特征，也对企业高管心理认知层面的动态过程进行了实践，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高管团队的核心人物CEO，

从CEO能力塑造和企业遴选CEO两方面提供了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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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will be of mor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EO charac-
teristic difference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Upper Echelons Theory, using the 
method of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selects 3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terprises listed on the STAR Market in 2019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O characteristic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finally ob-
tained the high performance of five paths, through the contact theory and regression case, it is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into three decision-making styles of CEO,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erience + conservative”, “resources + analysis”, “comprehensive + enterprise” CEO decision 
can help enterprises to obtain high performance. Selecting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basis of Upper 
Echelons Theory not only enriches the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f executives, but also practice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fo-
cuses on the CEO, the core figure of the executive team, and provides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refer-
ence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CEO ability shaping and the selection of CEO by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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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创板作为资本主义市场改革的先行者，独立于主板市场服务符合国家战略、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有

所突破并且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型企业。2019 年首批科创板上市企业 25 家，仅半年时间就有 71 家

企业成功上市，科创板是适应、引领新常态的必要举措之一(葛丰，2015)。 
传统的企业战略领域的研究，侧重于外部环境(赵艳萍等，2021；邓新明，郭雅楠，2020)与企业行为

(宋艳等，2021；郭文钰等，2020)等方面，对企业内部高层管理者的研究不够全面。高阶理论将高层管理

者纳入了研究框架，基于人的有限理性，认为个体特征会影响心理认知进而影响个体行为，具体到企业

表现为企业的战略决策。以往的研究主张以整个高管团队作为研究对象(刘兵等，2015)，然而在实践过程

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高管团队范围的界定因人而异，二是对特征的衡量只能反映整体平均情况，缺

乏针对性。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中，CEO 不仅作为核心管理者，更是企业的创立者，在企业的决策过程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在企业寻求合作机会过程中具有关键影响力。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基于组态视角，打破传统的线性规则，研究因果之间非对称的复杂

关系，可以为研究提供切实可行的研究思路。因此本研究以 Hambrick & Mason (1984)的高阶理论框架为

基础，以 fsQCA 为方法，试图寻找企业 CEO 的个人统计学特征、社会资本、心理认知以及决策行为与

企业绩效间的复杂关系。从企业战略的整体视角具体到高管团队，最终聚焦到研究 CEO 个性特征，是对

传统战略研究视角的新转变，也是对高阶理论研究内容新的尝试，分析 CEO 个性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内在

作用机制能为管理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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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研究评述 

2.1. 高阶理论 

企业作为市场环境中的个体，组织绩效决定着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地位。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把

企业的决策过程视为同质、完全理性、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过程(陈守明，郑洪亮，2009)，但是实际上

企业行为表现背后都是由人来控制的，组织中的高层管理者决策对组织战略选择和绩效起到了关键作用。

Hambrick 和 Mason 最早提出了高阶梯队理论，并把“人”这一有限理性的个体纳入到了组织绩效的研究

中，把战略决策者提升到了与环境相同的高度，认为企业的战略选择受到经济环境和战略决策者的双重

影响，因此想要研究企业可以从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出发。由于高层管理者的认知、价值观形成过程不同，

因此他们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也会有差异，进而影响决策行为。高阶理论模型把微观层面上的

个体纳入框架，主要体现为高层管理者的个性特征差异带来的不同战略选择对组织绩效的影响(陈守明，

郑洪亮，2009)，因此个体行为与企业行为既相互关联又可相互预测。 
自提出到国内外学者不断的应用于各自的研究领域，高阶理论也在实践与思考中有了新的发展。汪

金爱，宗芳宇(2011)梳理了国内外高阶理论研究，分析得到了该理论在广度以及深度上新的拓展：在广度

上，该理论在个人统计学特征以外寻找研究新思路；在深度上，对心理认知、价值观等形成的动态过程

进行研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测量加入主观情感判断。高阶理论的新发展，为实际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使研究者在心理认知层面拥有更多的思考空间，为研究实践提供现实意义。 
高阶理论引入了高层管理者在组织绩效中的关键作用，作为高层管理人员中的核心代表，CEO 相比

于其他成员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Quigley & Hambrick (2015)认为 CEO 在公司高管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影响力和决策权都要大于其他成员。现有的有关企业绩效的研究也普遍支持 CEO 的重要

性(Zhang & Xiao, 2018; Liu, 2019)。因此本研究将 CEO 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进一步分析 CEO 的不同特征

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2.2. 个人统计学特征与企业绩效 

高阶理论最初是应用高层管理者的个人特征间接反映心理特征进而研究绩效，但由于研究对象、研

究方法以及定义变量的多样性，始终还未对这一影响机制达成一致结论。 
年龄。围绕年龄对个体心理特征与行为影响的研究，分析了年长与年轻 CEO 在自我认知(Andreou et 

al., 2017)、价值观(蒋璐等，2009)、风险感知(余鹏翼等，2020)、风险承担(Serfling, 2014)等方面的差异，

但具体到企业绩效并未达成一致意见。Wang et al. (2016)通过系统评估 CEO 特征、公司战略与企业绩效

的关系得出包括年龄在内的个人特征均正向影响公司业绩，但是姜雨峰等(2019)研究组织员工年龄多元化

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却发现两者呈现“倒 U”的非线性关系，Liu & Jiang (2020)也研究发现了年龄对企业绩

效的负向影响。因此，年龄对 CEO 心理特征的塑造以及对企业绩效是何种影响还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 
性别。关于高管性别的不同表现，有研究指出了女性高管的积极作用。Weiss et al. (2003)从生物学的

角度研究了认知功能的性别差异，发现女性在识别与记忆方面较男性有优势。国内学者熊艾伦等(2019)
通过研究企业行为认可了女性在高管团队中的突出作用。但也有学者并不认为性别会对企业绩效发挥作

用，Robb & Watson (2012)研究发现，之所以有研究认为性别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是因为对绩效的衡

量标准差异以及个人统计学特征的差异有关，通过对绩效重新衡量，并未发现性别与企业绩效间的相关

关系，同样 Liulov et al. (2019)实证研究也认可了这一观点。因此，高管性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仍是一个

值得研究的领域。 
学历。在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社会发挥作用的大量文献中，均发现了教育起到的决定性作用(Bhagat et 

al., 2010)。国内外学者对学历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研究，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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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ker III & Mueller (2002)通过研究 CEO 年龄与企业研发投入决策之间的关系，发现了学历专业相关性

的促进作用。徐经长，王胜海(2010)从公司成长性方面出发，对高管学历特征进行了验证，认为高学历的

高管在眼界、信息和资源等方面具备优势，决策更有把握。相反的，(Bhagat et al., 2010)分析了 CEO 受教

育水平对 CEO 遴选以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只得到 MBA 学历对企业绩效的短期促进作用，付丹丹(2020)
在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研究中认为教育背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人能力，发现学历水平与企业战略差

异度呈现负相关。余威等(2019)通过研究董事长的 EMBA 或 MBA 学历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这两种

学历既能缓解公司的投资不足问题，但也容易带来过度影响。因此，高管的学历背景对企业发展确实存

在着某种需要进一步求证的影响。 

2.3. 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本研究将社会资本作为高管通过自身努力拥有的资源纳入了心理特征的塑造过

程中，包括国内外社会网络和职业经历，认为社会资本对高管的心理特征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社会资本最早由 Bourdieu 运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曹永辉，2013)，Bourdieu 认为社会资本包括社

会关系以及资源。由于研究领域不同，学者们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略有差异，但都强调个人与他人关系

的一部分(Kreuter & Lezin, 2002)。从企业视角出发的研究肯定了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Pratono (2018)研
究得出信任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企业可以通过鼓励员工通过社会网络提升业务能力。王庆

金等(2020)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对新创企业绩效进行了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弥补新创缺陷，提供资源，

从而对新创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从企业家视角出发的研究呈现出了不同的观点，Weng & Lin (2012)通过战略变革研究了 CEO 和公司

层面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认为职位经历丰富的 CEO 能够有利于进行战略变革从而提升企业绩

效。Fang et al. (2012)从 CEO 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出发，发现社会网络多样性会为其带来更多的资源进而对

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同样葛宏翔(2019)基于资源整合的中介效应也肯定了这一点。但也有学者认为，社

会资本的维护也有可能会使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变成负向，更有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深入探究，

希望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是否对企业绩效有同样的影响。褚杉尔等(2019)验证了企业家的专业技能资

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赵文等(2017)、唐建荣，吴鸣华(2019)则研究了二元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

响并得出一致结论，肯定了国外社会网络的积极作用，但对国内社会网络保持中立态度。涵盖在国内社

会网络中的政治资本的双刃效应也体现在高乐华，赵笑笑(2019)、罗明新(2019)的研究中。 
职业经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个方向：① 确定的积极影响，郝盼盼等(2019)通过静

态面板研究发现拥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的高管更注重创新投资从而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张明等(2019)
的研究也归纳得出专业买家拥有更多的行业经验，有利于企业在并购中发挥优势。② 值得讨论的非线性

影响。王雪莉等(2013)的研究发现了三种类型的职能背景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差异，强调了对职业经历分类

讨论的重要性。总的来说，在对职业背景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都在不同角度上认可了

职业经历对高管风险承担能力、失败容忍度等心理层面的特征的影响，因此将职业经历作为社会资本的

一种探究对 CEO 心理认知层面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2.4. 自信度与企业绩效 

个体认知和价值观的形成往往依赖于经历和特征，对心理层面的研究是探讨个体与组织关系内在动

因的重要环节。通过文献梳理，本研究更倾向于用“自信度”对 CEO 的心理特征表现进行衡量，即 CEO
对自我的认可程度而非过度认可。这一观点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找到了相同点，Han et al. (2015)对保

险行业进行了研究，发现 CEO 过度自信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并且提出，用 CEO 自信衡量似乎更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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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王昌荣，李娜(2019)同样以高管的自信度来研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认为高管的自信度对企业创新绩

效有正向影响。过度自信作为自信度的一种评价，在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中产生了分歧。易靖韬等(2015)
的研究肯定了过度自信在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认为过度自信的高管能够促进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Park et al. (2018)则侧重分析了“傲慢”CEO 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国内学者岑维，童娜琼(2015)研究

发现高管过度自信会促使企业多元化但却负向影响企业业绩，潘清泉，鲁晓玮(2017)通过实证研究支持了

这一观点；周路路等(2017)的研究持中立态度，发现了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活动的“倒 U”关系，即适度

自信的高管能认清现实、把握机会，为企业绩效带来正向影响；过度自信的高管容易盲目决策从而增加

企业风险，反而负向影响企业绩效，由此可见对自信度与企业绩效的进一步讨论十分重要。 

2.5. 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 

高管心理特征的塑造最终会影响决策行为，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一环，创新被认为是提升企业竞

争力的有效手段。但是由于这种积极关系并未得到准确的验证，因此本研究把创新投入纳入了逻辑框

架(如图 1)，希望能通过实证分析找到内在的逻辑关系。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们对创新投入

与企业绩效关系仍存在争议。国外学者 Hashi & Stojčić (2013)发现了创新活动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注重创新投入，但这种投入会随着规模扩大递减。冯婧(2020)以国内高新技术企业为

研究对象，发现了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正向影响关系中政府的促进作用，也在刘玉洪(2020)的研究中得

到了支持。由于创新投入不仅会为企业带来回报，同样有可能使企业面临高风险，因此单一认为创新

投入有利于企业绩效是不全面的。Rousseau et al. (2016)证实了创新与绩效之间的强关联，并对可能出

现的偶然问题从利益相关者、企业规模等方面找到了原因，同样的国内学者也从创新投入的边际递减

效应(潘清泉，鲁晓玮，2017)、滞后性(张凯丽，2020)等方面分析了出现模糊结论的原因。因此本研究

也综合考虑了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不仅仅是单一的线性关系，通过与 CEO 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等进行

综合，进一步探究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3. 研究框架 

 
Figure 1. Logical framework 
图 1. 逻辑框架 

4. 研究方法 

传统的统计分析技术往往建立在单向因果对称的基础上进行，通过控制变量，研究单个因素对结果

的“净效应”，但是在实际问题中，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单个因素导致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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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结果，要素组合差异会导致结果差异，因果之间存在复杂的非对称关系(杜运周，贾良定，2017)。尽

管在定量分析过程中，可以通过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等来表示多个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但实质都是因果

对称的线性研究。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即QCA)由社会科学家Ragin提出，

基于组态视角，使复杂的案例具有系统比较的可能，先后在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管理科学等领域逐

步被运用到因果非对称分析中。 
定性比较分析的核心是集合论的思想，以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为基础进行跨案例比较，通过布尔代

数运算以及反事实分析，寻找造成结果发生的前因路径，称为“构型”或“组态”。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包括清晰集、多值集以及模糊集，清晰集(csQCA)适用于 0/1 二分变量案例；多值集(mvQCA)为清晰集的

拓展，可以进行多项分类，模糊集(fsQCA)保留了集合的概念，引入隶属分数表示不同案例在集合中的位

置，既可区分类别，还可呈现程度差异，是能基于现实、贴近现实的最佳选择。 
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第一步是实现由变量到集合的转变——“校准”，需要研究者基

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确定“锚点”，将变量校准为具有不同隶属度(案例在集合内的水平)的集合元素。

其次为“必要性分析”，以此判断组态是否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或充分条件。能够将引致结果变量发生的

各种可能的前因组合呈现出来的为“真值表”，但并不代表所有的组合都具备合理性，因此需要基于布

尔运算简化，找到最简洁、最核心的构型。在实际操作中，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度(coverage)是检验

结果可靠性的指标，一致性指前因组合是结果集合的子集的水平，覆盖度指前因组合能够解释结果集合

的比率，即解释力度。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集合了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双方优势。量化研究从大样本出发，

寻求样本的平均效应，解释了大部分样本可以满足的因果趋势，并非完全符合。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适

用于中小样本案例，不仅可以发现因果关系，还可以回归案例进行逐个阐释，因此具备突出的优势。

应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能够突破定量思维模式，寻找更加贴合案例的内在动因，对现实提出更多指导

性的建议。 

4.1. 研究设计 

本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来研究企业 CEO 的个人统计学特征、社会资本以及心

理认知和决策行为等前因条件组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其中个人统计学特征层面涵盖 CEO 年龄、性别以

及学历三个指标，社会资本涵盖国内、外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三个指标，心理认知层面涵盖 CEO 自信度

一个指标，决策行为层面涵盖创新投入一个指标。 

4.2.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选取 2019 年科创板上市的中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CEO 的个人统计学特征、社会资本、心理认知、

决策行为衡量指标的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以及企业年报，其中社会网络和职业经历为文本编码数据，

文本资料是由国泰安数据库中的 CEO 个人简历，结合企业年报中对 CEO 信息的披露综合而来，职业经

历中对企业行业的确定参考《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行业的界定，企业信息通过“企查查”、“天

眼查”等平台查询。2019 年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共有 71 家企业，涉及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三个一级分类行业，专用设备制造、医药制造等 12 个二级分类行业。

本研究对信息披露不完全以及行业分类无法确定的企业进行剔除，最终筛选 35 家在 2019 年科创板上市

的企业进行研究。 

4.3. 测量与校准 

由于学术界对前因条件变量缺乏一致认可的分类方法，因此本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用四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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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来进行校准，基于现实仅对个别条件进行了调整。Ragin (2009)指出，发展模糊集的基本准则是研究者

必须基于实际和运用理论知识确定阈值，由于“国外社会网络(OSN)”在样本分布上 0 占据的比例较大

(65.7%)，因此将锚点调整为“2、1、0”来进行校准，“学历(DEGREE)”选择将专科、本科、硕士对应

的数值设为锚点，能够反映整体样本数据的学历高低分布。其余六个前因条件的完全隶属点、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点分别采取上四分位数、中位数、下四分位数来确定(各前因条件衡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 1，具体校准数据详见表 2)。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前因条件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性别(Gender) 0 1 0.14 

年龄(Age) 36 68 51.00 

学历(Degree) 1 5 3.91 

国内社会网络(DSN) 3 21 8.26 

国外社会网络(OSN) 0 2 0.54 

职业经历(CPI) −1.52 1.56 0.00 

自信度(CONFIDENCE) 0.05 0.38 0.20 

创新投入(RD) 3.85 34.75 11.99 

净资产收益率(ROE) −0.02 0.17 0.06 

 
Table 2. Data calibration 
表 2. 数据校准 

条件和结果 
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净资产收益率(ROE) 0.088 0.054 0.022 

性别(Gender) 1 \ 0 

年龄(Age) 56.5 50 45.5 

学历(Degree) 4 3 2 

国内社会网络(DSN) 11 7 5 

国外社会网络(OSN) 2 1 0 

职业经历(CPI) 0.625 −0.221 −0.585 

自信度(Confidence) 0.284 0.196 0.114 

创新投入(RD) 16.015 11.03 6.39 

4.3.1. 结果变量 
本研究选择企业绩效作为结果变量衡量企业的发展水平。净资产收益率代表公司对股东投入资本的

利用效率，因此借鉴唐建荣，吴鸣华(2019)的观点，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

校准得到三个锚点分别为 0.88、0.054、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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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前因条件 
性别(Gender)。由于性别是二分变量，因此可以用“0”或“1”来表示，本研究中男性 CEO 为“0”，

女性 CEO 为“1”。 
年龄(Age)。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1)，发现样本企业 CEO 的年龄最大值为 68 岁，最小值为 36

岁，平均值为 51 岁，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属于中年及以上。由此可以为结果分析提供思路：根据集合分

析得到的年长或年轻的 CEO 并非以全部人口样本为基准，而是案例集合的相对概念。最终校准得到三个

锚点：56.5、50、45.5。 
学历(Degree)。本研究依据国泰安数据库对于学历的划分标准，设置“1”为中专及中专以下学历，

“2”为大专学历，“3”为本科学历，“4”为硕士研究生学历，“5”为博士研究生学历，“6”为以其

他形式公布的学历，如荣誉博士、函授等，“7”为 MBA 或 EMBA。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1)可以

发现，样本企业 CEO 学历的最大值为 5，即博士研究生，最小值为 1，即中专及中专以下学历。因此借

鉴现实经验对学历的划分，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分别为 2、3、4。 
国内社会网络(DSN)代表企业 CEO 国内社会资源的多寡。该指标的测量方法参考赵文等(2017)对二

元网络的研究。国内社会网络为 CEO 金融背景、学术背景、经历企业数、政府背景四项指标求和，其中

市场背景与政府背景均为文字编码所得，CEO 如果曾经在政府机构任职则记为 1，多则累加。校准得到

三个锚点分别为 11、7、5。 
国外社会网络(OSN)代表企业 CEO 国外社会资源的多寡，同时也是用来衡量海外背景的重要指标。

该指标主要参照国泰安数据库对海外背景的设定，包括海外学术背景和海外工作背景，考虑到国籍也是

一种海外优势，因此该指标同时将外籍人员纳入考量，CEO 为外籍人员即为 1，否则为 0。对海外背景

编码计数，多项累加。描述统计分析(见表 1)结果显示样本数据中拥有国外社会网络的比例较少，因此完

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分别设定为 2、1、0。 
职业经历(CPI)。该指标参考何瑛等(2019)的研究方法，引用职业经历丰富度指数来确定。职业经历包含

CEO 经历的行业数、企业数、职能部门数、组织机构数以及跨地域数量，并进一步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

两个主成分，最终将主成分得分与对应的方差贡献率相乘求和作为职业经历丰富度。其中企业数是 CEO 任

职经历编码所得，行业基于企业名称参考《中国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二级分类确定。职能部门数参考

何瑛等(2019)、Crossland et al. (2014)的职位分类标准，分为生产运作、研发、金融与财务、市场营销与公共

关系、法律、综合管理六类。组织机构参考《组织机构类型(GB/T 20091-2006)》进行分类，包括企业、机关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机构四类。跨地域数量受信息披露不完全的限制，具体到省市的信息缺失

较多，因此仅统计国际跨地域情况。最终校准得到三个锚点分别为 0.6245、−0.2209、−0.5848。 
自信度(Confidence)。借鉴易靖韬等(2015)的研究，将薪酬作为 CEO 自信度水平的衡量指标有以下两

点考虑：一方面薪酬的设定基于 CEO 自身，是自身能力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对公司综合实力的体现。

因此采取 CEO 的个人薪酬占全部高管薪酬之和的比例来衡量 CEO 的自信度。该指标越高证明 CEO 越自

信。用四分位数进行校准得到三个锚点分别为：0.2844、0.196、0.114。 
创新投入(RD)。创新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企业的创新水平，能够影响企业绩效。本研究将创新投

入作为 CEO 决策行为的衡量指标，能够发现与其他前因条件的内在关联。因此采用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

的比值来衡量这一指标，校准的三个锚点分别为 16.015、11.03、6.39。 

5. 研究结果 

5.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进行定性比较分析首先需要进行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即从集合论的角度出发，检验结果集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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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为某一单个条件集合的子集：当结果发生时，前因条件也发生，由结果存在可以推出条件存在。一致

性(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是检验结果可靠性的指标，在定性比较分析中，一致性水平大于 0.9 才

认为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表 3 为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的检验结果，从中可知，没有任何一个条件

的一致性水平大于 0.9，因此认为八个前因条件以及他们的非集都不构成结果的必要条件。 
 
Table 3. Necessity analysis of single condition 
表 3.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前因条件 
高企业绩效 

前因条件 
高企业绩效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GENDER 0.18203 0.624 OSN 0.337806 0.562136 

gender 0.81797 0.467333 osn 0.748541 0.519433 

AGE 0.673279 0.643614 CPI 0.638273 0.624786 

age 0.386814 0.388401 cpi 0.428238 0.419668 

DEGREE 0.794049 0.487814 CONFIDENCE 0.699533 0.669832 

degree 0.291715 0.704225 confidence 0.363477 0.364327 

DSN 0.574096 0.577804 RD 0.522170  0.504794 

dsn 0.478413 0.456316 rd 0.558926 0.554719 

注：大写代表条件存在，小写代表条件不存在。 

5.2.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基础报告部分 
定性比较分析除了分析必要条件之外，还应分析前因条件变量是否为结果的必要条件，即充分性

的判断。具体实操为真值表分析，通过布尔代数运算可以将不同前因条件的组合进行简化，得到最典

型、最精简、最核心的组合关系。由于本研究选取的案例数量为 35 个，属于中小样本，因此频数设置

为“1”，参考相关领域的研究，本研究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8，PRI 参考一般标准 0.75 (Ragin, 2009)。
现有的研究对单个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的线性相关关系均进行了探讨，但是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必

要性分析也没有体现出哪一前因条件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因此本研究的反事实分析环节，质蕴涵

项进行了全选，产生中间解时全部选择“存在或缺席”。最终软件运行得到三个解：复杂解、中间解、

简约解。 
按照前因条件的逻辑组合可能的组态个数为 2n，但是由于有限多样性，在实际研究中可能只能观察

到 M 个组态，剩下的组态(2n-M)即为“逻辑余项”，复杂解由于没有进行简化过于复杂，简约解则过度

简化不具有代表性，因此复杂解与简约解都有可能不符合实际，所以中间解被用来解释最终的组态关系。

本研究参考 Ragin 对研究结果的呈现方式，条件存在用实心圆●表示，条件不存在用⊗表示，同时出现

在简约解和中间解的为核心条件，核心条件均用大圆表示，只出现中间解的为辅助条件，用小圆表示，

该部分的阐述借鉴张明等(2019)的表述方式，对分析结果进行了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最终将具有相同核心

条件的 2a、2b 以及组态 3a、3b 各归纳为一种类型进行讨论，结合各组态的一致性以及覆盖度等指标，

分析结果呈现最终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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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configuration path of high enterprise performance 
表 4. 高企业绩效实现组态路径 

前因条件 
高企业绩效 

1 2a 2b 3a 3b 

年龄(Age) ● ● ⊗ ● ● 

学历(Degree) ⊗  ● ● ● ● 

性别(Gender) ⊗ ⊗  ⊗  ⊗ ● 

职业经历(CPI)  ● ● ⊗  ⊗  

国内社会网络(DSN) ⊗  ● ● ⊗ ● 

国外社会网络(OSN) ⊗ ⊗  ⊗  ● ● 

过度自信(Confeidence) ● ⊗ ● ● ● 

创新投入(RD) ⊗ ⊗ ● ● ● 

一致性 0.994975 0.866324 0.950382 0.932515 1 

原始覆盖度 0.115519 0.196616 0.145274 0.0886814 0.0431739 

唯一覆盖度 0.0915987 0.13944 0.0904317 0.0606767 0.0431738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32967 

总体解的覆盖度 0.495333 

注：● = 核心条件存在，⊗  = 核心条件缺席，● = 辅助条件存在，⊗ = 辅助条件缺席，“空白”表示该条件可能存在也可能缺席。 
 
上表中的五种组态，单个解以及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 0.75，其中总体解的

一致性为 0.93，总体解的覆盖度为 0.49，覆盖了接近一半的案例，具备说服力。 
从纵向的单个组态分析，组态 1 (AGE * degree * dsn * osn * CONFIDENCE * rd * gender)中，年龄高

并且高度自信，非高学历和国内社会网络简单发挥了核心作用，国外社会网络简单，低创新投入，性别

为男性发挥了辅助作用，职业经历的丰富与否未体现。该组态的一致性为 0.994，覆盖了 2 个案例。 
组态 2a (AGE * DEGREE * DSN * osn * CPI * confidence * rd * gender)和组态 2b (age * DEGREE * 

DSN * osn * CPI * CONFIDENCE * RD * gender)有着相同的核心条件，即高学历、丰富的国内社会网络

和职业经历、国外社会资源简单以及性别为男性发挥了核心作用，但是组态 2a 中，年龄高和缺乏自信以

及低创新投入起到了辅助性作用，组态 2b 中年龄低和高度自信，高创新投入起到了辅助性作用。组态

2a 的一致性在所有组态中最低(0.866)，但具有最高的覆盖度(0.139)，覆盖 2 个案例，组态 2b 的一致性为

0.95，唯一覆盖度为 0.09，覆盖了 1 个案例。组态 3a (AGE * DEGREE * dsn * OSN * cpi * CONFIDENCE 
* RD * gender)和组态 3b (AGE * DEGREE * DSN * OSN * cpi * CONFIDENCE * RD * GENDER)拥有着

相同的核心条件，即年龄高、国外社会网络丰富和职业经历简单以及高创新投入，不同的是，组态 3a 中

国内社会网络简单，高度自信的男性 CEO 起到了辅助作用，3b 国内社会网络丰富，高度自信的女性高

管起到了辅助作用。组态 3a 的一致性为 0.93，唯一覆盖度为 0.06，覆盖了 1 个案例，组态 3b 的一致性

最高(1)，唯一覆盖度却最低(0.04)，覆盖了 1 个案例。从组态间的关系分析，组态 2a 和组态 2b 体现出了

在核心条件一致情况下的两种对应状态，即年龄与 CEO 认知和创新行为的组合替代关系，证明这两种组

合状态的 CEO 无论是哪一种，都可以使企业获得高企业绩效。组态 3a 和组态 3b 同样有这种特征，不同

的是作为辅助条件的国内社会网络与 CEO 性别发生了组合替代效应，无论是拥有丰富国内社会网络的男

性 CEO 还是缺乏国内社会网络资源的女性 CEO 在核心条件下都可以获得高企业绩效。接下来，本研究

将结合理论及研究案例进行进一步分析以上复杂组态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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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稳健性检验 

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 5)有利于提升结果的可信度。由于本研究一致性水平为 0.8，已经

处于较高水平，因此本研究借鉴 Ragin 提出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对案例隶属度阈值进行了调整，由于年

龄、学历、性别以及国外社会网络校准已经满足实际要求，因此只对其余 4 个前因条件以及结果变量的

三个阈值进行调整，各增加 10%重新校准并验证组态关系，最终发现得到的三个组态与原实证结果构成

子集关系，结果并无明显差异，因此有理由认为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是可靠的。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前因条件 
高企业绩效 

1 2 3 

年龄(Age) ● ● ⊗  

学历(Degree) ⊗  ● ● 

性别(Gender) ⊗ ⊗  ⊗ 

职业经历(CPI) ⊗  ● ● 

国内社会网络(DSN) ⊗  ● ⊗  

国外社会网络(OSN) ⊗ ⊗  ⊗  

过度自信(Confeidence) ● ⊗  ● 

创新投入(RD) ⊗ ⊗  ● 

一致性 1 0.877404 0.865385 

原始覆盖度 0.104876 0.243821 0.0901803 

唯一覆盖度 0.0821643 0.215097 0.0654643 

总体解的一致性 0.895613 

总体解的覆盖度 0.395458 

注：● = 核心条件存在，⊗  = 核心条件缺席，● = 辅助条件存在，⊗ = 辅助条件缺席，“空白”表示该条件可能存在也可能缺席，⊗ 表

示与原实证结果不一致。 

6. 理论解释和案例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本研究发现了 CEO 个人特质与高企业绩效间的五条路径，其中组态 2a 与 2b，组态

3a 与 3b 分别形成了组态间的相关关系。通过借鉴张明等(2019)在结论解释部分的行文思路，对组态进行

对比分析，基于现有的理论以及案例本身的特征，本研究采用总结、归纳、分类的方法，将 CEO 分为三

种类型：经验 + 保守型(组态 1)；资源 + 分析型(组态 2a/2b)；综合 + 进取型(组态 3a/3b)。经验 + 保
守型 CEO 是指在某一行业深耕多年，对自己专业领域在技术、管理方式等方面有了独特的见解，凭借充

足的行业经验进行决策；资源 + 分析型 CEO 是指，在自身教育背景丰富的前提下，也会拥有某种社会

资本，能够为企业带来不同的发展机会，其自身掌握的资源对管理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综合 + 进取型

CEO 是指年长且具有丰厚学识，同时具备某种社会资本的条件的前提下，对自身认知产生了较为积极的

影响，具体表现为擅于综合运用所有资源、敢于进行尝试、大胆决策，是实力派和行动派的集合体。三

种类型的 CEO 通过不同的视角进行管理决策，均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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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梯队理论认为，企业高管的特质影响着他们的战略决策行为，但是由于决策环境的复杂性以及

高管的有限理性，他们在决策时无法做到全方面考虑，也就无法进行实际上的最优决策。在此前提下企

业高管的个人特质、经历等形成的个人认知、价值观、偏好会在决策时发挥关键作用，即相互作用辅助

高管进行理论上的最优决策，以此形成特定的决策风格。本研究基于高阶理论分析得到的五条路径体现

出了 CEO 的个人特征、社会资本以及心理认知、行为的组合效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对创新理论，社

会资本理论以及资源基础理论进行了有效的验证。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推动着企业发展，与经济效益相

关联，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总是存在着某种关系。社会资本理论则认为具有社会资本的高管，能够嵌入

在社会网络中，根据需求整合资源，资源基础理论则是从企业的视角出发，强调了企业对内外资源的整

合，但是核心依然是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合理配置，CEO 在这中间担任了主角。因此，本研究将基于以上

四种理论对影响企业绩效的五种路径进行深入解释，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应用性分析，从而提出具有实

践意义的理论观点。 
“经验 + 保守型”CEO。作为科技创新型企业，能够在科创板上市是对自身的突破，拥有创业经

验的 CEO，经历了资本从无到有的积累，拥有机会识别能力、技术技能优势、管理决策经验，从而塑造

了这一类管理者特有的心理特征，即充分自信。“经验 + 保守型”CEO 尽管缺乏高等学历，没有丰富

的国内外社会资源和其他企业任职经历，但是依靠自身打拼经验已经形成了自我判断和评估，他们相信

自己同时保持着谨慎，因此决策会相对保守，此时低创新投入会给企业带来积极影响。已有学者的研究

中，对于企业管理者的学术背景以及社会网络资源在企业绩效中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本条路

径的出现刚好呼应了这一现状，一致性水平也证明该组态构成高企业绩效的充分条件，并有两个案例支

持了这一观点：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曹骥拥有 36 年的创业经验和众多行业头衔，在锂电池领域拥有着

丰富的经验和技术积累，他承认首批在科创板上市的必然性。由此可见自身经验积累对自我认知判断的

重要作用。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冷德嵘，作为公司的创业人之一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并且获

得高级工程师的专业职称，丰富的专业技能和经验使得他更容易识别市场机会，决策过程逻辑清晰。因

此对该路径进行思考认为：在没有外界社会资本的支撑下，年长 CEO 进行保守决策，可以提升企业绩效。 
“资源 + 分析型”CEO。社会资本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均强调了“资源”这一概念。企业 CEO 作

为社会网络中的一员，嵌入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因此对社会资本的识别和运用可以为自身决策提

供更大的合理空间。社会网络是指企业高管作为个体与其他个体或集体发生的关联，由于这种联系具有

多样性，因此社会网络也是错综复杂的。嵌入不同的社会网络，处于不同的网络节点，给高管自身带来

的资源和机会也是不同的。本研究中用国内社会网络(DSN)与国外社会网络(OSN)以及职业经历(CPI)三种

前因条件共同衡量企业 CEO 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也不难发现，在性别无差异的条件下，高学历、国内社

会网络和职业经历丰富的 CEO 给企业绩效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国外社会网络作为高管海外背景的代表，

在“资源 + 分析型”CEO 的决策过程中，这一条件的缺失会给企业绩效带来积极影响。在关于海外背

景对企业绩效的诸多研究中，详细分析了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为企业绩效带来的“双刃效应”，其劣势

主要为不能与国内市场环境相匹配等“水土不服”(刘凤朝等，2017)现象，由此分析这也是出现缺失国外

社会网络这一条件的重要原因。由高管的个人特质上升到心理认知层面，“资源 + 分析型”的 CEO 无

论是实力派还是行动派都能带来高的企业绩效。年长的男性 CEO 对待自己拥有的资源仍持保守决策状态，

这种低自信和低创新投入依然可以提升企业绩效，年轻的男性 CEO 在处理自身拥有的资源上拥有冒险精

神更有利于企业绩效，具体表现为充分自信并在决策上有着较多的创新投入。由此可见，“资源 + 分析

型”CEO 拥有的资源起到主要作用，而由于年龄和自我判断差异产生的敢于冒险和稳中求进的决策则为

辅助作用，都是实现高企业绩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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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 分析型”CEO 可以在实际中找到案例，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冯勇作为企

业的核心技术人员，善于利用国家、省、市级课题来提升生产力水平，并且从国内资源出发作用于国内

市场。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CEO 兼董事长章晓斌，同时也是公司的党委书记，在面对企业

的瓶颈时坚持跟进国企改革，对国内资源进行了有效地利用。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苏陟相较前两位高管在年龄上要更为年轻，但是同样拥有者丰富的国内社会网络，他将自身的资源应用

于企业技术提升，放眼国际市场，增加创新投入以提升竞争优势，同样收获高企业绩效。由此认为：学

历高与社会资本丰富的 CEO，根据年龄特点做出当期合理决策，可以提升企业绩效。 
“综合 + 进取型”CEO。信息时代的技术交流和企业间的合作日渐频繁，企业不仅引进来还要走

出去(张明等，2019)，拥有海外背景的企业高管，在认识国内外市场差异上拥有着绝对优势。随着我国新

兴市场的变化，人才流动向着回流的趋势衍变，越来越多的海归回到中国自主创业。拥有海外经历的高

管往往具备高学历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在实力和资源都具备的情况下，“综合 + 进取型”CEO 拥有高

度自信并在决策时敢于创新投入，能够收获高企业绩效。从组态视角分析，可以看到国外社会网络在影

响企业绩效中的关键作用，在“综合 + 进取型”CEO 的心理认知上，与学历、年龄、国内社会资源一

起，产生了积极性的作用，即过度自信。虽然对过度自信的高管是否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的研究存在

争议，但是追根溯源都集中在线性相关层面，没有以组态的视角去发现其中的内在关联，由此可见，过

度自信的高管是有利于企业绩效的，但是需要同时具备优秀的个人特质和丰富的社会资源，尤其是海外

社会资源。其中还发现了性别与国内社会网络的替代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国内社会网络丰富的男性高管

和国内社会网络简单的女性高管，都可以实现高企业绩效。 
结合案例来看，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王淑敏，被誉为“中国花木兰”，

海外经历让她对国内外差异有了一定的认识，“不挣低端的血汗钱，要靠技术创新挣高回报”，王淑敏

十分自信并且注重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并认为安集科技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一定会有长远的发展。

由此认为：年长且学历高的 CEO，如果社会资本中，国外社会网络丰富，做出进取型决策，可以提升企

业绩效。 

7. 结论与建议 

7.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 2019 年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了 CEO
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五种路径，并结合实践，以管理决策风格作为特征到行为研究“黑箱”的总结，

归纳为能够指导实践的四条主要结论： 
在没有外界社会资本的支撑下，年长 CEO 进行保守决策可以提升企业绩效，本研究将其归纳为“经

验 + 保守型”的决策风格 CEO。此类 CEO 最大的资本为自身，并且做事沉稳理智。如果 CEO 没有很

充足的社会资源和教育经历，那么例如创业等通过自身创造的资源也能为公司发展带来有利的影响，可

以通过自我评估与判断来做出决策。 
学历并且社会资本丰富的 CEO 根据年龄特点做出当期合理决策，可以提升企业绩效，本研究将其归

纳为“资源 + 分析型”的决策风格 CEO。相较于第一种风格的 CEO，此类 CEO 在社会资本上有了部分

优势，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年龄的差异，但无论是年轻 CEO 敢于创新还是年长 CEO 相对保守的决策，拥

有社会资本与教育背景能够为企业带来好的发展。 
年长且学历高的 CEO，如果社会资本中国外社会网络也很丰富，做出进取型决策，可以提升企业绩

效，本研究将其归纳为“综合 + 进取型”的决策风格 CEO。相较于前两种风格的 CEO，此类 CEO 具有

最大的优势，学历高并且社会资本会更加丰富，决策自信、敢担风险，单独对比“资源 + 分析型”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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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风格 CEO，很容易发现拥有国外经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类决策风格的 CEO 同样可以收获高企

业绩效。 
CEO 决策风格的形成以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线性关系，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在必要

性分析部分，并未发现哪一前因是结果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这一点与学术界未能在某一单一条件对

企业绩效的影响上达成一致意见不谋而合。综合组态覆盖案例的企业绩效与行业特点进行分析，能够发

现拥有这些类型 CEO 的企业大多集中于制造业，净资产收益均保持在前列。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没有被

软件识别，但能够处于中等隶属的案例也表现出了与结论一致的特点，再一次从实践证明了本研究结论

的可靠性。 

7.2. 实践建议 

7.2.1. CEO 能力塑造 
对于较为年长的 CEO，个人的教育以及社会资本的塑造已经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定型，因此对自

身资源的合理利用将成为重点，国内社会网络和职业经历可以为企业把握政府资源和行业资源，国外社

会网络能够为企业提供新颖的战略经验，教育经历能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专业性优势，

创业经验作为个人最独特的优势，可以在企业寻求战略机遇、减少经验不足可能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方面发挥作用。相较而言，年轻 CEO 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论是时间还是精力都有更多的可能。尽管

在社会资本累积、行业经验等方面可能不足，但善于发现机会、把握机会、不断学习，克服由年轻带来

的容易冲动、不够理性等弊端，以此提升风险承担能力，并适当的进取型决策，也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多

的价值。 

7.2.2. 企业 CEO 遴选 
CEO 的个性特征、经历等可以反映个体心理认知和价值观，为企业提前洞悉 CEO 的决策风格提供

先前经验。因此选拔标准的设定不可一概而论，应当有所侧重。社会资本以及经验的累积对个体风格塑

造有较大影响，因此 CEO 的选拔过程中，可以对该部分进行重点了解，而对学历、年龄、性别的筛选可

以根据社会资本以及个人经验来决定，比如女性在本研究的研究案例中虽然占比较小，但是成功的女性

CEO 往往具备丰富的社会资源和个人经验，也在企业绩效的研究中体现出了较为有利的一面；做出进取

型决策的 CEO 不只有年轻 CEO，年长 CEO 在资源充足时也会选择该策略。因此有侧重点的选拔人才才

能为企业选择合适的接班人，从而对企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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